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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异 与 关 联

———从汉、藏、彝三个文本中的“生死观”看比较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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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行当里，“大民族中心主义”西南观，
已造就不少“常识”。西南观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其
“谱系”中，前段有教化主义的“蛮夷说”，后段有国族
主义的“落后民族说”，其转变历程，接近于欧洲“教
父人类学”到 19世纪进化人类学的“进步”①。“大民
族中心主义”下造就的“常识”告诉我们，文明在西南
“边疆”之外，是政治中心的文化成就。在西南这一
“蛮界”、“夷地”、“边缘”，充其量不过有“文化”，这些
“文化”的面貌，如同英国人类学家笔下的非洲部落，
政治的中心化程度很低，社会长期停滞于亲属制度

的“原始阶段”，经济因封闭而大大“落后”于“我们”。
在这样的文明观中，中国是二分的，如同世界意义上

的“文野之别”。用“文明”来叙说“边缘”的事，被视作
违反“常识”；习惯于“常识”的学界，若不是担忧“混淆
概念”，便是以“文化批评”为由，将“文野的混同”形容
为“文明中心主义”。“常识”使我们不断在西南搜寻
“落后文化”，以传统、现代、后现代种种名目（如婚姻、
性爱、“人文生态”等）重申“夷夏”二分的中国观。
与这一“常识”不同，在两个意义上，西南给了我
有其文明的强烈印象。
一方面，临近西南之地，西藏漫长的文明史，给

人的印象深刻，而在华夏与“诸番”的“过渡带”，包括
三星堆———金沙、南诏———大理国在内的一个“古文
明带”的存在，表明历史上的西南文化上并不 “落
后”。西南确有“原始社会”；但不能以此为由宣称华
北、华中、东南没有村庄与亲属制度。另外，西南的
“原始社会”不是在中原人去到西南之后才接触到文
明的；此前，它们已与南亚、东南亚、中国西南本土文
明密切地相处和交流过，有的深受其影响，有的略带

“避世主义”关怀地选择“原始”。

另一方面，西南与“我们中原”的关系史，也不发
生于晚近的近代史中。汉人文化，自明之后的 “拓
殖”，不仅已“置身于他们之中”，而且在那里得到了
令“中原人”汗颜的发扬光大（例如，大理这个“文献
名邦”，就远比不少自认为“中心”的东部大都市更有
文明都市的韵味）。
与此相关地，“在西南能买到许多书”，是我常有

的感慨。西南版书籍，一辈子读不完，甚至只算上与
人类学这个专业相关的那些，就不仅有汉文书籍，英

文书籍，还有少数民族语言与汉字对照的“双语书”。
人类学研究者自以为能“因小见大”，若真能这样，那
么，我们必定能从西南的小书店里“窥见”到一个完整
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汉、少数民族、外国“三圈并
立”，自成一个并不比我们的世界小的“世界体系”。
去西南参与学术活动，我常去书店转悠，也常接

受同行慷慨赠书；或零零总总，或稍有归类，如今我

的书架上已摆了太多“西南书”。带着对于厚重的纸
字的“恐惧心”，我偶然翻书，常生感慨：对学术积淀
深厚的西南地区进行研究，人类学者在知识增添方

面还可能有什么新的作为？百思不得其解中，有次翻

书，从书架里就找出了西南版三部，感慨间，发现它

们构成了围绕“生死”的“文化处理法”这一跨文化问
题展开比较研究的素材。
我们处在一个时代，在其中，对于生命体与非生

命体的二分法，构成主流世界观的观念基础。对于生
物与无生物、有机物与无机物的区分，又影响到了人
自身的历史感。人的生命历程，被定义为从诞生到死
亡的过程的“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当代人的信
仰。古人说“生死由命”。在我们这个时代，“命”带有
的“生生不息”之气质，越来越淡化了。以生命之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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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叙事的“长时段”的“规律”替代了“命”的感受。
将生命体与非生命体“混淆”的观念，被扫进了“历史
的垃圾箱”。恰如“文野之别”，在“规律”统治心灵的
年代里，生与死之间有着绝对的界线。然而，我们时
代的主流观念却不是毫无内在矛盾的。细细思索，你
会发现，像那些所谓“与我们不同”的文化那样，包括
思考与实践在内的“我们时代的文化”，并非不以超
越生死为宗旨。科学研究的基础是分类，分类的前
提，是物的死亡（它的沉寂、无生、有序）或无生化。体
察现代性与“物的死亡”之令人悲哀之处，福柯从古
史上的物类混淆寻找赖以使物重生的手法，发觉基

于“死灵魂”而蔓延出来的思想，是物之死的缘由，他
进入了一个“非思之思”②。然而，福柯似因太悲观，而
未注意到，科学运用之手段与目的，都在于赋予一切

有生或无生之物某种活力，使之成为“人为而为人的
技术”。跨越生死界线的故事，被我们辨识为“巫术”、
“神话”，但我们却不能不说，其实这些故事中展现的
境界，也是我们时代知识与技术欲求抵达的。
这个意义上的“我们”，在理论上有绝对化的倾

向，不仅拒绝任何不同于我们的观念，而且将这些观

念的研究，当作是衬托我们的进步性的手段。我们将
相对于“我们”的“他人”，定义为生在古代或远离现
代的“异类”。
三个文本都来自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 “非我”。

这些文本的一致特征是，它们呈现的人与世界，缺乏

这一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二分法。三个文本在内涵
上都以跨越生死为宗旨———它们试图通过叙事，使
死亡再造生命，而因有共同的因素，而可供比较研

究，成为差异的分类研究的素材。另外，它们对于生
死的不同跨越，也使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生死观不过

是历史的一部分：不同的生死观之间存在的某种不

言自明，抑或，隐隐约约、有待厘清的历史关系。
此处，我将利用这三个文本来阐明以上所谓的

“有待厘清的历史关系”，何以能对在我们时代的世
界观之下造就的比较人类学产生挑战。我所将作的
努力，不是考据学上的，也不是民族志上的，甚至可

能连“经验上的”都不是。我要进行的，不过是一种对
偶然遭遇的文类的“掠影式解读”。局限、缺憾、错误
都可能产生，但却不见得会妨碍我们借助于“解读”
而对人类学展开有意义的思考。西南观中若干 “程
式”的局限之揭示，是这一“掠影式解读”的直接关
怀。而跳开西南观，在一个更一般性的层次上，使观
念 “善待他者”，可谓是我的出发点。不过，出发点并
非是终点；在比较中我们还将注意到，“他者”这个

“方位”应得到妥善的选择，若非如此，我们便可能滑
入比较研究为我们特设的陷阱之中。为了比较而切
断被比较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纽带或 “心心相映”关
系，是一个世纪以来比较研究者乐于选择重复的失

误。我们从三个文本的“掠影式解读”中，不得已也将
直面这一具有一般影响的问题。

在“中西”之间：《冤魂志》
巴蜀书社出版的《冤魂志校注》③，为今人罗国威

所著，原著，则为公元 6世纪颜之推所辑录，内容涉
及到公元 6世纪之前国人讲述的关于冤魂的故事。
书的开篇，有一小段颜之推的小传：

颜之推（531~591 年），字介。 梁时为散骑侍郎，
西魏破江陵，之推奔北齐，拜奉朝请、中书舍人、黄门

侍郎等职。齐亡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为东宫

学士，以疾终④。

一个人的人生史，常也是一个社会的生命史。颜
之推一生，便是如此。此人经历过中国由分而合的历
史。而校注者从古书上综合出的短短一段传，则推出
了这个经历丰富的活脱脱的人物。这是个有才之人，
在梁、西魏、北齐诸国，以至隋朝统一中国后，无论政
权如何易手，一直都备受不同王国的敬重。颜之推才
华不可小视，但其传记读起来甚觉悲凉，其颠沛流

离，给我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北齐书·颜之推传》
收录颜之推的《观我生赋》，最后一段有言曰：“予一
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⑤，而反观一生，颜之推说

他自己“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⑥。 两句话的

意思是，颜之推特别能领悟宇宙的广阔，但却还是要

备受无处栖居的苦痛。也可以理解为，这位历史人物
“因无所而容身”，故比常人更易于产生对于世界的

宏大想象，更易于以“心”融入于家国天下。颜之推所
作的《冤魂志》，跟他的这种颠沛流离感有密切关系，
它融入了一位处在分分合合、等级森严的国度中的
历史人物的感受与思索，本可作为“心史”来研究。而
对我而言，《冤魂志》书名中的“冤魂”，已足以使我们
“浮想联翩”。
对“冤魂”这个词，我一向兴致盎然，以为有许多
值得分析之处。
包括新版《冤魂志校注》，都采取一种传统观点，

认为“冤魂”一说之观念基础，是形神分立说。按此
说，所谓“魂”，就是说，人的形体死去之后，精神还存
在。“冤魂”呢？这就是指那些带着冤屈死去的人依旧
存在的灵魂。

“冤魂”给人的这个通常印象，不见得准确。听一
些“冤魂故事”，总感到“冤魂”这个词的含义，不是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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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代化了的“形神分立说”能准确传递的。“形神
分立说”甚至可以说是在用西方的灵肉二分法来套
中国生死观。哲学家钱穆曾指出，肉身与灵魂的二分
法，乃为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思想的传统看法。这种看
法的重点是，人死后有灵魂，生前也有灵魂，死不过

是肉体之死；在东方，“早先亦有灵魂观念，信有死后
之灵魂，却没有详细说到生前之灵魂”⑦。致力于东西
方哲学思想的对比研究，钱穆以中国的“心”来对比
西方的“灵”。钱先生的中西比较，前提是承认一种
“人类普遍心理的存在”。他认为，“人类对自己生命
要求永生及不朽之无可奈何的心理”，而非“灵魂不
灭”，才是普遍心理。西方的“灵魂不灭”，不过是这一
“无可奈何的心理”的一种表达，而不同文化对于生
命永恒与不朽，有着不同的表达。所谓“心”，自然更
强调情感，而情感背后，则又有中国文化的特征作支

撑。这一对“无可奈何的心理”的中国表达是什么呢？
钱穆认为，是一种 “死后依然想要留在这一个世界
内”的理想，而这种理想，分别又以家族传承的“世禄
不朽”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方式来实现。从一
个角度看，“冤魂”之说，与“形神分立说”是一致的，
但其实质内涵，却又包含着钱穆所说的“不朽”这一
层次。
在钱穆眼里，家族的“世禄不朽”与士大夫的“三
不朽”，是“中国民族之宗教信仰”的主流⑧。至于“鬼
魂”，他则言曰，“如言其人骤死，如冤死、溺死，或自
缢死，或突然暴死，往往易有鬼魂出现，正命死者则

否”⑨。非“正命”之死的“冤死”，恰为《冤魂志》主要涉
及的。什么是“正命”？也就是自然本赋予的“命”。“冤
死”属于一种与“正命”相悖的死亡。钱穆不认为这种
死亡值得多说，因为“纵谓有此事，但只偶然，非常
然”，所以，不应进行“过分之解释”⑩。集中于考察主
流社会的“不朽”，钱穆没有注重冤死鬼的“不朽”。但
对我而言，“冤魂”的“不朽”，既然也表达着“死后依
然想要留在这一个世界内”的理想，便一定有其说明
意义。
然而，“冤魂”之说，缘何又采用的是“魂”这个似
与“形神分立说”相关的词汇呢？假如中国人完全不
同与西方人，追求的是生命的不朽，而非灵魂的永

恒，那么，又怎么解释“冤魂”这个概念的“心性”与
“灵性”的合一呢？钱穆的著作里可以找到不少论证
“魂”与“灵魂”之别的段落，这些段落旨在说明，“魂”
不能理解为“灵魂”，而只能理解为“人之生命，主在
魂，不在魄”中的“魂”輥輯訛。
我不赞同依据西方的 “灵肉说”来解释 “形神

说”，但却也不能满足于钱穆的中西对比法。
西方人类学家曾犯一个错误，就是企图告诉人

们，“存在着一个叫做‘西方’的实体”，“把西方想象
成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它与其他的社会和文明之间

既是独立的，也是对立的”輥輰訛。西方的自我想象最令人
难以接受者，乃为一种二分的比较法；在遥远之处发

现与世隔绝的非西方，并将之与开放、拓展、成功的
西方对比，是这种比较法的“规范”。钱穆的中西比
较，既有有趣的一面，又有无聊的一面：有趣的一面

是，在以上所说的那种比较随着西方物质文化的世

界化而成为“世界思想”的进程中，钱穆带着巨大的
虔诚，以古代中国思想为角度，揭露了这种“世界思
想”的“地方（欧洲）局限性”；无聊的一面是，为了揭
示西方思想的“地方（欧洲）局限性”，钱穆有意无意
也犯了西方比较研究者常犯的错误，认为“存在着一
个叫做‘东方’的实体”，同样还把这个实体“想象成
一个社会，一个文明”，将它与其他的社会和文明对
立起来。钱穆学贯中西，对于天下有开明之心，东西
方对立本不见得是他的学术目的。他之所以给我们
留下“对立主义”的印象，乃是因为，在方法上，他追
求“比较”。他说，“要东西双方人相互了解其对方之
文化，应该把东西双方的思想体系，先作几个清晰的

比较”輥輱訛。为了“清晰的比较”，他无意间采取了“对比”
这一在思想上隔绝东西方的做法。
如果说，对比法是一种错误的比较法，那么，存

在什么比较法，适用于解释诸如“冤魂”之类的既异
于有不尽异于其他文化的观念呢？

克服比较研究中的民族中心主义的办法，似近

在咫尺。西方文化相对主义的文化谦卑之心，造就了
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式的比较法，这种比较法，以
一种接近于古怪的方式，对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对

比法实行纠错輥輲訛。在格尔兹看来，合宜的比较只有一
种，就是将自己的文化放在世界众多文化中去观察，

使自己省悟到自己的文化不过是世界上存在的无数

“个案”中的一个輥輳訛。
用格尔兹来要求钱穆，人们一定会说：钱穆本该

谦卑地把中国文化当作是一个小小的个案的，而他

的所为，有夸大己文化的世界意义、民族中心主义之
嫌。可是，假如我们真的对钱穆作如此批判，那么，我
们便可能忽视了钱穆的对比法反映的历史语境。
钱穆的中西比较，是在近代世界的关系中诞生

的。按我的理解，这一比较，有以下三方面的“所指”：
1. 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侵袭了世界各地知识分

子的心灵。这种思想的传播面之广，不见得能表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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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哲理之深，但在“西化”的情形下，知识分子还是易
于误以为它便是人类的普遍思想；

2. 为了表明西方思想有其特殊性与局限性，思
想者有必要研究包括中国思想在内的非西方思想；

3. 研究中国思想不见得就是在研究一种特殊
的观念体系，因为中国思想不见得不是人类的普遍

思想。
作为一个身处“西化时代”的人，我不禁感到钱

穆“大快人心”———如同人类学追随的那种“以边缘
为中心”的思路，这一比较法，颠覆了世俗想象，使人
进入另一个辉煌的可能性中。格尔兹倡导的将对比
法制造出来的二分世界回归于一个 “多中心状态”，
确是纠正文化意义上的我与非我之对比法的首要步

骤；在一个居高临下的文化中致力于解释人文世界，

其谦卑心，实在难能可贵。然而，将世界定义为一个
由相互自立、分立并存、毫无相互间关系的“个案”组
合体，也遮蔽了另一个层次的“真相”———所谓的“个
案”，是因为相互之间有关系，而关系又不一定尽如
人意，所以才让人感到有必要加以比较。沃尔夫
（Eric Wolf）从近代世界体系的角度，切入了这类关
系，指出“联系是无处不在的”輥輴訛，且表明，近代的跨文
化联系，具有某种不公正性。如果说钱穆的比较是对
这种不公正性的哲学反应，那么，即使是对比，不也

起到了反应关系的作用吗？

对比法可以被“恶意”地运用，也可以被“善意”
地延伸。在一个沃尔夫指出的西方中心世界体系时
代中思考比较，西方人类学家的文化谦卑心值得赞

赏，而这并不自动表明，钱穆的对比一无是处。在我
看来，作为对西方中心世界体系时代的哲学反应，他

的对比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异曲同工，起到将以

“主流文化”自居的西方思想相对化的作用。
钱穆采取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使人感到警惕

的方面，是他那一中西二元对立的比较方法，及他那

证明中国思想优于西方思想的企图。钱穆以对比法
为“原理”，不断强调中国思想的独到，以儒家思想为
世界“道德境界”的基础，由此推出一个过分“孤芳自
赏”的“我”，在哲学上淡化了一个他本已深刻领悟的
道理：如果说我们有什么高于他人的“道德境界”，那
么，这个“境界”的核心内涵，必定是一种非排他主
义、包容他者的认识方法。有了这种非排他主义的认
识方法，在中西之间进行比较，中国学者本应更清醒

地认识的比较的局限性，意识到比较并非为了“看我
们自己以排斥他人”。而钱穆在比较中，却拒绝承认
一个事实，即，如上所说，传统比较法的公认前提是

类型的确立，而为了识别、建立、制造文化类型，比较
研究者易于删除对于人与文化的生存至关重要的人

与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回到“冤魂”一说，这个概念，及围绕这个概念制
作的文本，确为比较提供了好理由。从钱穆的比较看
《冤魂志》，可以认为，相比于欧洲哲学的 “灵魂不
灭”，诸如《冤魂志》的“生命不朽”，似更具有普遍的
解释力。“不朽”与“大、小生命”之说紧密相关。何为
“大、小生命”？钱穆说，“中国人看重生命，更看重群
体之大生命。惟群体之大生命，即在个别自我之小生
命上表现。果无个别自我之小生命，即不见有群体之
大生命。尤其是历史文化人生，苟无群体大生命，即
不可能有个别自我之小生命。个别自我之小生命，附
着在个别自我之身。群体之大生命，则寄存于家国天
下。輥輵訛”也就是说，生命的本质，是小我与大我之间关
系的辩证法，从生命感可以透视一个社会的完整形

态，这一社会的完整形态，有别于近代流行起来的西

方理性—功利主义（可能是更高层次的）人生观。我
以为，“冤魂”一说，为我们理解这一“大、小我合一”
的“社会形态”给予了启示。具体从“正义”的不同文
化表达看，西方思想下的“正义”，似更多地与一种超
越于所有人的“如同上帝那样的法的存在”相联系，
而“冤魂”之说代表的“正义鬼话”，则与传统中国这
一“如同上帝那样的法”的缺席相联系———它有着更
多活生生的人间色彩。假如我们将这种具有更多活
生生的人间色彩的“正义”，与欧洲以外那些有历史
或没历史的“人民”当中的“巫术”、“神谕”等法律人
类学家关注的“正义伸张方式”作比较，那么，便不难
看出二者之间的相通性，并进而认识其相互解释的

余地。
然而，如此比较，只不过是“总体印象式的”，因

为，这个比较无法具体到文化的任何一个层次：“冤
魂”之说，与“如同上帝那样的法的存在”，相互之间
的差异肯定存在，但我们却不能否定，西方的不同地

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及世界其他地区，不存在
“冤魂”这类故事———比如，在西方吸血鬼的故事里，
由于受到冤屈而导致亡者的生命暂时或长期的 “不
朽”，也是常见的，而在中国，“如同上帝那样的法”，
也曾在法家的思想传统里局部存在过。
比较不仅可以服务于寻找差异，也可以服务于

寻找关系。就“冤魂”之说而论，其中表达的观念，便
更具有说明关系的潜力。《冤魂志》本非纯属中国，而
源自一种跨文化的综合。这个文本被今人定义为一
部“讲因果报应的志怪小说”。如罗国威指出的，“因

乡

土

中

国

128· ·



果报应”是佛家语，其中“报应”之说早已在先秦典籍
中出现，自汉代开始，大为流行輥輶訛。魏晋南北朝时期，
随着佛教的盛行，“因果报应”说，也随之广泛流传。
颜之推笃信佛教，撰述《冤魂志》及其他著作，专论佛
教教义，实践劝善。“冤魂”观念与文化交流史有着密
切的关系。我已在《西方作为他者》輥輷訛一书中指出，印
度曾是中国方位感的“西方”。“冤魂”的概念与这个
意义上的“西方”（作为中国“西天”的印度）之间的关
系是密切的。《冤魂志》的研究可以表明，被我们认定
为能代表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局部的

“冤魂”之说，实为中印文化交流史的结晶，而这部文
化交流史自身，富含现代人类学家的“他者的眼光”
———“用他人看我们的方法看我们自己”。
《冤魂志》记述的，都是冤魂“因果报应”的事情。
大体而言，“报应”故事，有的反映“封建统治阶级滥
杀无辜的暴行”輦輮訛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斗争”輦輯訛，
有的歌颂“廉洁明正的清官”輦輰訛，有的“反映兵荒马乱
年代人民遭受的苦难”輦輱訛，有的“揭露和抨击败坏世风
和道德的坏人坏事”輦輲訛。这些不同类别的故事，固然可
以用今人关心的阶级、为官之道、道德等等概念来分
析，但在古人那里，必定只有善恶之分———颜之推想
说的道理，不过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善恶之分，

是道德话语的基础。假使这点属实，那么，也可以说，
《冤魂志》陈述的旧事，是用阴魂来反观阳间道德秩
序，而值得强调的是，颜之推隐含的道德秩序，是高

于世俗政治秩序的，在它的面前，官府的不公正与政

治人格的高低，得到了彰显。
《冤魂志》中的“鬼”形象惟妙惟肖。《孙元弼》篇曰：
晋富阳令王范，有妾桃英，殊有姿色。 遂与阁丁

丁丰、史华期二人奸通。 范尝出行不还，帐内都督孙

元弼闻丁丰户中有环佩声， 觇视， 见桃英与同被而

卧。 元弼叩户叱之，桃英即起，揽群理鬓，蹑履还内。
元弼又见华期带珮桃英麝香。二人惧元弼告之，乃共

谤元弼与桃英有私，范不辨察，遂杀元弼。 有陈超者

当时在座，劝成元弼罪。后范代还，超亦出都看范。行

至赤亭山下， 值雷雨日暮， 忽然有人扶超腋迳曳而

去。 入荒泽中，电光照见一鬼，面甚青黑，眼无瞳子，
曰：“吾孙元弼也，诉怨皇天，早见申理，连时候汝，乃

今相遇。 ”超叩头流血。鬼曰：“王范既为事主，当先杀

之。 贾景伯、孙文度在太山玄堂下共定生死名录，桃

英魂魄亦收在女青亭者，是第三地狱名，在黄泉下，
专治女鬼。 ”头至天明，失鬼所在。 超志杨都诣范，未

敢说之，便见鬼从外来，迳入范帐。 至夜，范始眠，忽

然大醒，家人牵青牛临范上，并加桃人、左索，向明小

苏，十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亦逃走长干寺，易姓名

为何规。 后五年三月三日，临水洒酣，超云：“今当不

复畏此鬼也。 ”低头便见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超，鼻

血大出，可诣升许，数日而殂輦輳訛。

冤死者生命在另一个世界中的延续，服务于这

个世界的道德—法权秩序的创造与再创造，是《冤魂
志》的文化理想。借助远在“西天”的印度，来塑造那
“另一个世界”，使“冤魂故事”的讲述者，与“异类”文
化形成了某种 “以他见我”的关系———在这个意义
上，以接近于本土玄学的佛教，来观看汉魏至隋唐之

间的社会动乱与种种“冤屈”，已含有现代人类学的
“用他人看我们的方法看我们自己”的“眼光”。这一
“眼光”的观望法，也是比较，是理想与现实、彼处与
此处、阴间与阳间的比较。
换言之，《冤魂志》既有与我们时代接受的“西方
思想”相反衬的思想体系，又是一部充斥着“混合”的
文本。关系构成文本与文本以外的世界的重要内涵。
这点应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理解：

1. 《冤魂志》文本内涵呈现的世界，由“这个世
界”与“那个世界”组成，而“冤魂”被叙述为能够跨越
两个世界的界线，并由此实现“报应”的生命；

2. 文本的内涵虽是历史现实的“扭曲反映”（冤
魂故事表达是现实社会的 “乱”，或不公正与不道
德），却与之共享一种逻辑：“这个世界”是“我”，“那
个世界”是“他”，“我”是内，“他”在外，他是作为“这
个世界”的“乱”的一种宗教意义上的“治”；

3. 印度、佛教、“西天”，对于现实中的“乱”的纠
正，如同任何意义上的“他者的眼光”，是在一个历史
关系中构造出来的，决非单纯的“本土产品”；这个历
史关系在《冤魂志》中被“扭曲”为“冤魂实现公正”的
叙述。
可见，将《冤魂志》这类文本暗藏的关系论，是一
种“他者为上”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主客合一
的，既是汉以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本土表达”，又是
道德话语层次上“他我”、“治乱”、善恶的关系表达。
也即是说，若说中国思想有什么值得珍惜的遗产，那

么，就是这一有其“关系的结构”的世界观，而不是与
外在于中国的所有“他者”截然区分的“中国心”。

在“夷夏”之间：藏族《尸语故事》
与彝族《指路经》

将《冤魂志》与“文化对比法”相联系，我们看到，
如何在比较中看到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比较研

究面对的新挑战。这个挑战，值得中西比较文化研究
者的重视。从内在于《冤魂志》的“关系的结构”，到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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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它的“中印文化交流史”，都表明，比较研究中最
易犯的错误，就是为了确立文化类型，而舍弃对于所

比较的“个案”内在的复合性与外在的互通性。以钱
穆为例，这位国学大师所提出的灵魂与心学的比较，

是有重大启发的，但他因过于强调中西之别，而提出

了难以充分解释诸如《冤魂志》之类的“综合文本”生
成过程的看法。从钱穆这个例子，我们还能看到中国
研究存在的另一层次的问题：为了“把握中国”，钱穆
这样的中国思想家也好，外在于中国的海外中国学

家也好，都易于将中国视作是内在一致、铁板一块的
“文化”，而忽略了“中国”这个政治地理实体中民族
与文化的复合特征。
钱穆除了有“中西对比法”这个问题之外，还有

一个值得关注的缺点，那就是在诠释“中国文化”时
淡化“中国”的民族学内涵。作为一个国学大师，钱穆
对于中国民族多元互动的历史有着极为深厚的知

识，但由于他致力于缔造一部“国史”輦輴訛，并为其诠释
文化精神，因此，并未对“中国文化”中民族的综合性
给予清晰定义。
不能说中西比较文化研究者遭遇的问题在人类

学中就不存在。中国的人类学家自视为专门研究
“中国文化”中民族的综合性的专家。可文化的“对
比法”在他们这些本十分熟悉文化的实际情形的学
者当中，也流行过。如李亦园先生指出的：汉族中心
主义的观念由来已久，自古以来都以汉族文化为中

国文化的主流，而视周围各民族的文化为夷狄蛮

番，因此只有汉文化的教化，而漠视其他民族文化

的影响与传播。这种汉文化中心的思想不仅在历代
文化史家如此，即使是在现代人类学家、民族学家
亦不能幸免輦輵訛。

“漠视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与传播”，是中国人
类学存在过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李亦园在以婚姻形
态与妇女地位为变项，对中国境内各民族进行比较，

指出，此前中国人类学家对婚姻形态与妇女地位曾

经采取一种分类比较的方法，这个方法导致一个错

误，即，为了把握社会形态进化的时间顺序，而割裂

生活于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人之间的关系，而事实上，

“在国境内诸多民族之间，长期的相互影响”、“互相
接纳采借、联结整合”很多，“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
我错综复杂现象”輦輶訛。
李亦园的批评，针对的是 1950年代社会形态调

查，其实他这个批评，也适用于 20世纪多数时代里
的人类学，对于反思西南研究更有其用处。
早在汉代，司马迁即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进

行过夷夏之别的分类，他说：“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

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

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其外

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

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自巂以东

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

什数，冉駹最大。 其俗或士箸，或移徙，在蜀之西。 自

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

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古代不少文献沿用了司马迁这

个腔调来形容西南，将那个“遥远的地方”永久地框
定在“西南夷”这个概念中。20世纪上半叶，海外学
者进入西南，最主要关注的，也是那里种种夷人的类

别。尽管这个时代的人类学，相对更有自由度，也更
能关注到西南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交流关系，但用“科
学分类”的看待西南，成为中西学术的主要作为。探
究边境上的民族，与求索境内民族的类型，双管齐

下，从不同的角度，给民国期间国族主义学术提供素

材輦輷訛。到了 1950年代，“分类”，更成为政治任务，“民
族识别”之替代“民族分类”，便是这个任务的核心。
也就是在“中国化”的这个历程中，人类学对于“在国
境内诸多民族之间”长期存在的“相互影响”更加淡
忘了。
对于分类与差异的追求所导致的，其实不仅是

民族研究的问题，而且是整个中国人类学的问题。我
参与主持过费孝通缔造的“魁阁时代”人类学田野地
点的再研究课题輧輮訛，期间获得些许体会，其中主要者，

都与比较与关联这两个概念有关。费孝通先生与他
周边的学者那时采用的主要是民族志方法，这种方

法使他们的研究在“解剖麻雀”中对所研究地点有了
精细而深入的了解輧輯訛。但也是这民族志方法，使费先
生过于注重“类型比较”，轻视地点之间的关联性之
研究。对于中国人类学缺乏“类型”（民族、社群类型）
之间关联性之研究这个问题，费孝通后来是有深刻

认识的。因意识到“类型比较”的局限性，在“魁阁时
代”之后，费先生已特别重视从“绅士”这个“社会中
间层”来考察社会结构的上下关系輧輰訛。同时，他与“边
政学”之间的互动，也使他对中国民族的多元性产生
浓厚兴趣。到了 1950年代，在民族识别与民族社会
历史调查中，费先生获得了对于关系的历史的深刻

认识，形成了不同于民族志的认识方法。1978年前
后，他提出了一种非“类型化”的看法。这一看法，虽
直到 1988年才得到系统表达輧輱訛，但其雏形，已在关于
“藏彝走廊”的概念定义中出现了。

“藏彝走廊”的概念，是为了解决所谓“族属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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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才提出的。在民族识别过程中，不少民族学家遭
遇到了一些难以识别的族群。这些族群之所以 “族
属”不清，是因为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与他族频繁互
动，以至于到了 1950年代，在生活方式、语言及认同
感方面，都带有明显的“混杂性”輧輲訛。为了认识这一
“混杂性”，费先生指出，民族研究 “需要扩大研究
面”。关于西南研究，他建议“把北自甘肃，南到西藏
西南的察隅、珞渝这一带地区全面联系起来，分析研
究靠近藏族地区这个走廊的历史、地理、语言并和已
经陆续暴露出来的民族识别问题结合起来。”所谓
“藏彝走廊”的区域范围到底为何？费先生给予了定
义，他说，“走廊”，以康定为中心，向东和向南延伸，
是“汉藏、彝藏接触的边界”。在这个边界上，“在不同
历史时期出现过政治上拉锯的局面。而正是这个走
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族活动的
地区，并且出现过大小不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輧輳訛。
以上所说的“混杂性”，确是在研究所谓“族属不

清”的族群中发现的，而费先生也并未明确认为，“混
杂性”是一个普遍现象。
此处我无意对民族学研究的转变进行过多评

述；提到从“类型比较”到“藏彝走廊”的“混杂性”认
识的转变，只是要作一个观点上的说明：有关“中西
比较”的方法思考，不能脱离对于中国民族的“多元
一体格局”这样一种面貌的认识：在相当大的程度
上，二者的问题是一致的，都与“求异”的比较相关。
这些年，我有意在费孝通画出的“藏彝走廊”这个圈
子里作一些探讨，目的即在于通过一种非民族志的

“漫游”，更好地理解“混杂性”给予传统比较人类学
方法带来的启示。

《冤魂志》这部汉族作品，是在“漫游”中偶然购
得的；而同时在“藏彝走廊”的“漫游”中，我也买到了
与《冤魂志》一样有说明意义的另外两本书；这两本
书，一本是藏族的《尸语故事》，另一本是彝族的《指
路经》。

《尸语故事》源出印度，10世纪到 11世纪间在
藏人中得到“本土化”，成为藏传佛教民间故事（据传
为佛教学者龙树大师所著）。历史上，这故事集有过
许多版本，云南版《尸语故事》共收录故事 13篇，而
这类故事版本很多，四川德格有 16回木刻本《具神
通的故事》，青海有 13回手抄本 《具神通的人尸故
事》，甘肃拉卜楞寺有 21回木刻本 《人尸变金的故
事》，西藏有手抄本《起尸变金的佛法故事》。在现代
汉文里，田海燕编著《金玉凤凰》輧輴訛、王尧编著《说不完
的故事》輧輵訛、李朝群编著《尸语故事》輧輶訛，也都是《尸语故

事》的译本。我在云南一家书店买到云南民族出版社
出版的“藏族文库”中的版本輧輷訛中“译注”两字，则让我
产生了许多感慨。

“译注”，本多出现于古汉语到现代汉语的 “翻
译”，而在这个文本中，则显然是指少数民族语文翻
译为汉文且对原意进行必要的注释。如今我们习惯
的“翻译”，多指翻译西文，人们忘记了一件重要的
事，那就是：境内少数民族语言记述中蕴藏着许多同

样伟大的道理，对它进行的翻译，我们能得到许多启

发。作为一位受过西方训练的人类学研究者，我熟悉
英语，也翻译过英文人类学著作。这些年到西部渐
多，比较震撼的，是少数民族语言。不通当地语言，是
我感到最羞愧的一件事。重视英语，对于少数民族语
言却一窍不通，常被误以为是做一个“现代人”的素
质。见识诸如《尸语故事》之类的书，我方省悟到自己
的无知和产生对致力于进行民族语言翻译和研究的

学者的敬意。
就说《尸语故事》这本书吧，它记述的东西，实在
给人不少文化上的震动，而遗憾地尚未引起学界应

有的关注。
我用的版本，来自云南迪庆，收录的传说，在滇

西北的藏族、白族、纳西族中广为流传，有的还被改
变为戏剧。它的起源是 10世纪之前的吐蕃宗教。《尸
语故事》以“缘起”为开篇，说的事儿涉及到龙树大师
与王子德吉桑布“所做下的奇异殊胜的业绩”。故事
发生于印度中部。故事说，王子两兄弟去向七个术士
学本领，学了七年，不得要领。后来，弟弟在门缝中偷
窥到幻术师作法，开始会变幻术马。幻术师知道那是
幻术马，就决定杀它，追赶王子弟弟。由于幻术师拼
命追杀，弟弟逃跑，最后逃到龙树大师修行的山洞

里，请大师救助。大师让他变成大粒念珠，捏在大拇
指间。七术士追来向大师要人，大师不理，于是七个
幻术师企图加害于他。王子用自己的力量，救了大
师，杀了七个幻术师，并表示为了赎杀人的罪，愿听

大师吩咐。大师吩咐他去一个大坟地背一个叫“成就
者”的尸体，告诉他与尸体交流用的咒语，还给他取
名“德吉桑布”。他告诫王子说，背尸体时不能做声，
否则，尸体就会飞回原处，王子还得回去背。结果，王
子去背“成就者”那具尸，尸体一路开始给王子讲起
故事来。因每个故事都令王子惊叹，所以，尸体一次
次飞回去，王子一次次回去背，尸体就讲了一个又一

个故事輨輮訛。
以“阶级观点”分析之，还是可以《尸语故事》的

内容，也可以如同《冤魂志》那样被归类。《尸语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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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有不少传说隐晦或直白地揭露着权贵凶残、贪
婪、愚蠢、卑怯。但相比于《冤魂志》，《尸语故事》中
“冤魂”的影子比较少。这些传说也用隐含着“报应
说”，但阴魂复仇的故事相对少些。读《尸语故事》，我
能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丰富的幽默感和快乐。揭露权
力与宗教的“阴暗面”，是不少传说的主题，但更广泛
地，似为讴歌浪漫爱情、友爱互助、诚实善良品质的
篇章。相对于《冤魂志》叙述的冤魂复仇故事，恶行所
得到的“报应”，具有更明显的现世感。
就举列为第一篇的“富人的儿子”为例。故事说，
一个大村子里，有富人的儿子、医生的儿子、画匠的
儿子、卦师的儿子、木匠的儿子、铁匠的儿子，一共六
人，告别父母，出外谋生。走到河谷尾端，他们在那里
栽下一棵命魂树，约定六年后在那相聚，还约定说，

假如到时见不到谁，就去那人去的方向找。富人的儿
子走到一个地方，巧遇一个有神女般貌美的女儿的

老太婆，见了之后，很受吸引，就留下在老太婆那个

地方，做她的女婿了。后来，国王的手下发现了这个
富人的儿子的妻子，惊叹她的美貌，将情况汇报给国

王，国王派人把富人的儿子杀了。国王的手下把富人
的儿子扔进水沟，压上大石块，把美人带去给国王当

妃子。再后来，出外的其他五个人按约定回到了命魂
树下，找不到富人的儿子，到处寻觅，后来，听说他因

有个貌美如神女的妻子而受国王之害。他们找到了
压着他的大石块，合作着把他起死回生，并设计出方

法把他妻子解救出来。富人的儿子为此特别高兴，刚
要向他的伙伴们报恩，医生的儿子、画匠的儿子、卦
师的儿子、木匠的儿子、铁匠的儿子却各自争着邀
功，说自己在解救他妻子时做了最关键的贡献，因

而，应当把这个美人给他们。争辩愈演愈烈，最后没
办法，几个人就开始抢起来，他们一窝蜂拥向美人，

把她给活活扯死了輨輯訛。
与《冤魂志》不同，《尸语故事》中“富人的儿子”

这则传说，没有将焦点放在被扯死的美人的复仇。故
事如果含有“报应”的意思，那么，“报应”就是贪得美
色的人所欲求得到的美人的死。丧失想得到的东西，
就是对贪婪者的惩罚。
这里要谈的第三本书，属于《指路经》这一文类。

《指路经》是彝人中流传的、供祭祀亡者的经文。这种
经文，用于给亡者“指路”，就是将之从其生前常住之
地，沿着古代先人迁徙路线，回归于祖先聚居所，与

祖灵团聚。《指路经》不同于《冤魂志》的“笔记体”，也
不同于《尸语故事》的“传说体”，而多以五言出现，音
韵抑扬顿挫，文艺色彩浓厚。一部《指路经》，又可以

说是一部彝人精神地理的著作。这种精神地理反映
的彝族先人迁徙地图，既描述不同地区的地貌、文
化、植被、气候等方面的现实情况，又展现彝人对于
历史的记忆与浪漫化的加工，富有历史的命运感与

道德启迪。
关于《指路经》的内容，马学良曾给予精辟概括：
彝文《指路经》……是指引死者的灵魂归祖的路线，
由呗髦（彝族祭司）诵《指路经》，指明阴间路程，使死
者顺利地回归于先祖发源地，因此，有些地方还把该

经名为《阴路指明》。经中主要说明全程所经历的地
区、各站，如“站在甲地，看到乙地；站在乙地，看到丙
地……”如此一“站”一“看”；又一“站”一“看”……引
导亡灵飞度关山，不断向前驰行，有时教死者“披甲
执戟”、“扬鞭策马”；有时教他如何通过关隘；有时教
他卸鞍歇马；有时教他欣赏途中景色……这些生动
的描绘，洋溢着视死如归的情感。亲友们听着呗髦念
诵这些经文，对死者的哀悼心境也得到宽慰。輨輰訛

对于《指路经》的版本，我的知识极其有限，仅知
道，现代汉文所见《指路经》，包括云南民族出版社
1989年编辑出版的《指路经（第一集）》輨輱訛及 1993 年
出版的果吉·宁哈、岭福祥主编之彝文《指路经》译
集輨輲訛。前者收录云南罗平、宣威、峨山、禄劝、武定、双
柏等地多部不同地方性版本的《指路经》，后者整理
翻译了云、贵、川三省的 18个县的 18个彝文《指路
经》，全文均采用原文，国际音标注音，汉文直译和意
译，并附有注释考证。
我要谈的《指路经》，是石连顺翻译整理的彝族

阿细人祭祀词，该书 2005年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輨輳訛。
作者石连顺出生于弥勒县，是彝族阿细“土著人”，长
期在云南地方上从事文史工作，所著《指路经》不是
根据古籍翻译整理出来的，而可谓是一项特殊的田

野工作的产品。1982年，作者祖母过世，父亲请来毕
摩石宝培为祖母吟唱了《指路经》，石连顺根据两位
弟弟的录音，“逐字逐句地用国际音标、汉文直译和
汉文意译的形式进行的注释”輨輴訛，此后又经长期对关
键受访人的访谈，整理出来。在代序“阿细人的《指路
经》”一文里，石连顺根据自己的“当地知识”，对阿细
人的丧礼加以分析，在阐述了彝人“灵魂不灭”的思
想之后，考据了阿细人的迁徙路线，并对《指路经》的
吟唱规程进行了介绍。该文还涉及到仪式音乐的程
式、特征、毕摩的法器、念诵的空间位子等，对于我们
更生动地了解《指路经》的“仪式实践”，有重要的帮
助。阅读《指路经》，我们能看到，这一文类既是为亡
者吟诵的经书，也蕴含着对于在世之人的丰富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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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除了替亡者诉说生死之苦外，《指路经》也告诫
活人要孝敬双亲，和睦家庭，乐于公益，关怀他人。石
连顺整理的《指路经》，除了“引子”外，完整列入“父
母养儿女”、“回忆亡者生平”、“离世经”诸文本，所载
内容生动展现了彝人将人类与大地万物的并列思考

生死的哲学观点，通过对于生命的悲调式的讴歌，传

达社会的道德意识。同样重要的是，《指路经》还包含
了对于阿细人祖源与迁徙的历史记忆。据说，南诏时
期，阿细人奉命南征，从此离开本来居住的昆明，由

不同将领领导，兵分两路，后来定居他方輨輵訛。《指路经》
表达的回归祖源的意识，特别浓厚。亡者灵魂的回归
之路，又可以说是彝人社会凝聚力生成的精神过程，

而这个过程也是社会的道德意识的基础。
《尸语故事》与《指路经》，分别表现了藏族与彝

族精神世界的局部，也因此，被视作两个民族的文化

来研究。两种文本各自存在内部差异，特别是存在故
事的“版本”差异，这些差异与民族内部的“亚文化
区”的划分常相互重叠，构成了学者研究故事的流传
圈之空间关系的依据。坚持采用民族志方法的人类
学家，对于文本，也会给予独特的分析，他们一般更

关注研究当下故事的叙述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关系。
而对我而言，关注这些文本，不仅能使我们触及

20世纪 50年代中国人类学家未竟之民族宗教研究
事业，而且能为我们思考比较研究应注意的问题提

供刺激。倘若我们采取的比较研究法是 20世纪 50
年代后期盛行的社会形态史比较法，那么，我们便会

企图对费孝通定义的 “藏彝走廊”地带发现的诸如
《尸语故事》、《指路经》之类的文本进行“社会性质”
的定义。藏族与彝族曾分别定义为“农奴社会”与“奴
隶社会”。可以想见，倘若我们是 20世纪 50年代的
民族调查者，那么，我们便一定会说，这些文本的“社
会性质”是“农奴制式的”或“奴隶制式的”。也就是
说，这些文本等同于意识形态，反映着被研究的社会

以 “经济基础”决定性的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形
态”（为了使历史显得光明些，研究者也时常会讴歌
人民的反抗）。对于这些文本的“社会性质”的研究，
还可能被历史学家采纳，用来与汉族历史上经历过

的“社会形态”进行比较，获得历史时间上的定义。例
如，彝族的民族文化，可能会被历史学家联系到上古

的商周“社会形态”。幸亏无论是藏族，还是彝族，都
有自己的文献与纪年，且与汉文文献及纪年可以对

比，如此一来，诸如《尸语故事》、《指路经》之类的文
本，便可以得到更明确的历史时间定义。追溯文本起
源的时代，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类文本产生于具

体的历史时间，与抽象化了的“社会形态时间”关系
并不特别紧密。例如，《尸语故事》大致形成于 10世
纪的西藏，而《指路经》则形成于 8世纪的南诏时期；
二者也不见得与当时两族的“社会性质”有什么证据
明确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文本的形成，与文明之
间的关系史关系至为紧密。具体而言，《尸语故事》，
体现的恐怕更多是印藏关系，而《指路经》体现恐怕
是南诏时期的一致族群在与他族的关系中遭遇的历

史命运。以所谓“性质”论之，与《冤魂志》一样，两种
来自西南的文本，如果说反映了什么，那么，所被反

映的，都与“社会性质”无关，而与历史上频繁发生的
文明之间的关系有极高的相关性。

在“异同”之间：比较何以也是“关系学”？
不同民族在历史中与他族形成的历史关系，对

于文本有更深刻的影响，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对于

文本内涵的比较不重要。在《冤魂志》的分析中，我们
已触及一种方法：在文本的内涵分析中显示文本产

生的历史场景。这一方法，在《尸语故事》与《指路经》
的分析中，也是可以采用的。在论及“藏彝走廊”地带
的文化动态时，费孝通关注了这个地带不同历史时

期出现过的“政治上拉锯的局面”，他把这个“局面”，
与这条走廊在历史上是被称为羌、氐、戎等名称的民
族之活动联系起来，且承认这个地带“出现过大小不
等、久暂不同的地方政权”。对“藏彝走廊”进行更集
中的研究，必定能得出一个结论，即，费孝通所说的

那个“政治上拉锯的局面”，在空间涵盖面上不局限
于中国国境内。中国诸民族的南北东西流动，与诸如
印度、东南亚诸文明的“北进”，也是这个“局面”的组
成部分。《尸语故事》、《指路经》这些文本，便可以说
是在这个动态的“局面”中产生的。
比较不能不分析差异。《冤魂志》、《尸语故事》、

《指路经》，可以被视作与三个不同民族历史上产生
的三种文类，而三种文类在内涵上是存在区别的。带
着比较的眼光阅读三种文本，关于其间的差异，我们

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相互关联的看法：

1. 《冤魂志》、《尸语故事》、《指路经》分别是亡
者的三种不同旅行；第一种是亡者的复仇之旅，第二

种是活人背负会讲故事的大师尸体的旅行，第三种

是亡者回归故乡的旅行。
2. 文本意象中的亡者之旅，之所以有不同，可

能与文本所处的汉、藏、彝三族文化之特征有关。各
层政治、信仰、祖先崇拜，分别是汉族、藏族、彝族三
族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我们是否可以说，在政
治压力大的民族中，冤魂复仇的故事易于传播？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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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发达的地区，“有宗教成就的尸体”是核心象征？在
社会力量超过王权的地方，祖灵是社会生活中凝聚

力的主要来源？若要回答这些问题，便要对三个文本

出自的“民族”进行更系统的把握。但我们从文本的
“掠影式解读”，已能窥见其文化差异。
虽则方式上有不同，三个文本都在叙说社会生

活的面貌与道德原则。在这些本本中，人们赖以超越
现实社会生活的道德原则都在“他处”———在冤魂的
去处、在有道德成就的尸体的来源地、在一个活人常
住地之外的“故乡”。这一内外合一的社会理论，为文
本中的世界开拓了超地方的视野。
即使可以验证汉、藏、彝之间存在鲜明差异，也

不能如以往的人类学家那样设想，差异形成于三个

民族之间的长期分立。相反，差异完全可能是在关系
的过程中形成的，如费孝通借助史禄国（S.M. Shi－
rokogoroff）有关“ethnos”的理论表明的，“一个个民族
只是这个历史过程在一定时间空间的场合里呈现的

一种人们共同体”，“是在一代代的人们聚合和分散
形成各个民族的历史”輨輶訛研究不同民族之间的精神差
异，应“注意到从民族单位之间相互冲击的场合中发
生和引起的有关单位本身的变化”輨輷訛也就是说，如果
说汉、藏、彝之间有什么文化精神（即费孝通所说的
“ethnos”）上的差异，那么，也就可以说，这些差异，恰
是在共同体之间的历史关系（包括所谓“相互冲击”）
中形成和清晰化的。由此观之，《冤魂志》与《尸语故
事》，虽产生于不同时代，在叙事的结构与内涵上相
互有明显的不同，但都可谓是在“南佛北进”的文化
接触中形成的、具有长远影响的文本。它们之所以可
以跟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相联系，是因为任何文化

接触，都包含的“本土化”。文化接触中民族单位内部
会产生变化（佛教对于中原与藏区，都是“外来的事
物”），但有持续影响的变化，都带有这个民族单位内
部的特征。至于《指路经》这类文本，则使我这位主要
研究汉人社会的人，既感到震撼，又感到似曾相识。
文本的精到，是汉人地区类似的道教仪式所不如的；

而引导亡者顺一条迁徙路线回归于祖先的来源地，

却也是东南地区道教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輩輮訛。汉彝之
间宇宙观与宗教方面的“你来我往”，历来备受学界
关注。例如，五斗米道与西南少数民族信仰之间就显
然存在渊源关系。如蒙文通即曾认为，“五斗米道，原
行于西南少数民族”輩輯訛。刘尧汉更著有《中国文明的源
头新探———道教与彝族虎宇宙观》輩輰訛一书，主张整个
道家哲学与宗教都源于彝族。到底汉、彝文化何者为
源头？这历来有争议；但争议双方提供大量证据表

明，“你来我往”，是汉、彝两族文化的历史特征。
“藏彝走廊”这个概念，表明这条南北贯通、东西

“挤压”的“民族走廊”，是一条历史关系的通道，我将
诸如“走廊”这样的现象概括为“中间圈”，意思是说，
这类地带构成的某种“关系体”輩輱訛。倘若“关系体”这样
概念合宜，那么，汉、藏、彝精神世界的差异与联系，
也便可以说是这个“关系体”中产生的。而这个“关系
体”并不孤立，如我们在不断重申古代印度与藏汉之
间的密切关系时隐含的，在这个“关系体”之上，不仅
还有一个境内的“多元一体格局”，还有一个欧洲民
族国家之说无法把握的超国境的 “多元一体格局”，
这些层次不同的格局之间的关系，在《冤魂志》与《尸
语故事》中得到了局部表达。
这个“跨国”的“关系体”，自身也是一个“世界体
系”，与近代“世界体系”一样，有物质文化的来回运
动，也有精神层次的交往，所不同的是，它不同于近

代“世界体系”，不是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体”。
那么，这个古代“跨国”的“关系体”有何共通之

处？暂时撇开其他，集中于此处关注的“生死观”，我
以为，共通之处是存在的。在比较中西哲学中的人物
观时，我受中国哲学思想的启发而试图指出，西方哲

学奠基于灵魂的思索之上，中国哲学奠基于性命的

思索之上；西方哲学基于“死”而重语言与分类，中国
哲学基于“生”，而重意象与联想輩輲訛。如此中西比较，兴
许也犯了钱穆所犯的“中西对比法”的错误，但却从
一个局部，影射到一个更大的“关系体”的文化特征。
《冤魂志》、《尸语故事》、《指路经》若有什么“哲学”，
那么，这个“哲学”即为我所谓的“生生不息”、“人物
不分”、“生死连贯”的生命论。冤魂、大师的尸体、祖
先的脚步，各有不同，但都从各自的角度呈现出生死

的“混融”，从一个角度表明，性命之说，不局限于华
夏，而与一个规模巨大的“关系体”紧密勾连在一起。
这个“关系体”，同样也不孤立。在“原始民族”的研究
中，人类学家发现过“泛生论”的广泛存在，且基于此
论证了西方宗教“灵魂说”实属人类心灵的“个案”。
在我看来，基于“灵魂”的思索建立的世界观，不仅不
能解释其他，而且也不能充分解释自身：试问，难道

科学自身不正是古代中国人所说的 “不朽”的一类
吗？难道科学与巫术有如此截然的差异，以至于科学

丧失了巫术的“生生不息”精神吗？如果说我们生活
于一个“近代世界体系”下，而这个体系是由一种“现
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构造起来的，那么，我们是不
是也应该承认，对于“生产”概念的解释“生”（动态的
再生）的观念比“死”（静态的分类）的观念更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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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人类学家古迪（Jack Goody）所警告的，把
“西方”当作是一个“几乎纯属存在的另一种秩序”，
长期以来是欧洲中心主义世界观的表达。这种将“西
方”割裂于世界的看法，主张只有欧洲才具有理性、
文艺复兴、科学革命、启蒙的文化潜能，而事实上，这
种潜能在印度、中国，甚至其他社会，都可能存在輩輳訛。
我说，“我们处在一个时代，在其中，对于生命体与非
生命体的二分法，是主流宇宙观的概念基础”，便是
在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基于“灵魂”的思索建立的世
界观，虽则主要是西方思想的“成就”，但已以“普及化
的科学知识”为方式占据了人类的一大部分“知识人”
的心灵。人类学研究的一大功用，正是通过揭示这种
世界观的“个别性”来呈现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
人类学的理论，都基于地区研究形成；“范式转
变”，一般先发生于地区研究内部观念革新。无论是
中国，还是中国西南，都尚未构成成熟的人类学理论

来源地。西南这个“学术区”内部存在的一波波观念
革新的潮流，其“范式转变”，是在更大领域的观念转
变之影响下产生的。从“夷夏”二分的文明论，到族体
分类学，到民族识别，到社会形态比较研究，再到现

代化与全球化理论（“族群性”理论实为这一理论的
分述），西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语人类学观念之

变的几度春秋。就以汉语为表达方式的人类学而言，
自视有自身特色、实现过“学科本土化”是其一方面
特征，但从本质上，这个诺大的学术空间中造就的

“范式转变”，却持续地被套在一个具有“文化帝国主
义”特征的“一般人类学”中。比较，是这一“一般人类
学”难以拒斥的方法。比较野蛮与文明，与比较“夷
夏”，分类不同的族群，与比较种种文化特征，比较民
族精神与进行民族识别，比较历史存在过的“阶段”，
与社会形态比较，比较传统与现代，与现代化与全球

化的号召，一一对应，形成理论生产与理论消费、理
论域外与经验本土、思想世界与中国实践的关系。
不是说中国或西南的人类学应固步自封，拒绝

其他地区类型的人类学，而是说，在西南从事人类学

研究，如同在其他地区从事同类研究一样，应先在地

区内部造就既有地区色彩又有超地区关联和启发的

概念体系，方可能造就一个“人类学学术区”。
西南民族或族群的“多”，使人相信，研究这一

“多”的局面，依旧可能将是这个“学术区”为了有所
作为而应当做的事。在这个民族或族群“多”的地区
里，比较不可能因为我们对它的警惕而丧失其意义。
然而，何种比较将为西南的“范式转变”产生意义？则
又是一个应预先探讨的问题。

比较意识是人类学研究者所需具备的 “心理素
质”。在一个地方从事研究，若缺乏比较意识，便不能
认知所研究的文化特征，更不能理喻研究课题的独

到之处。所以，当有人说，人类学研究的实质在于比
较，我以为话说得并不算过分。
说人类学里的许多事儿，都是在说比较。也因

此，比较才时常引出备受关注的问题。比较的问题
中，严重者，可关涉跨文化研究的伦理。为了突出研
究对象的特征和研究项目的独特性，研究者过度强

调文化差异。差异分析有时无意中带着“恶意”，被用
来形容 “劣等的他族”的“劣等性”輩輴訛；有时表现善意，
被用来表达自我移情于他者之中的愿望。历史上人
类学在跨文化研究中运用“求异法”，在一个 19世纪
后期那个阶段中，不知不觉地在将“异文化”当作是
“低文化”来研究，犯了大民族中心主义的错误。到了
20世纪初以后，多数人类学家进行带有善意的比
较，这种善意，甚至超越自我移情于他者之中的文化

容忍心，而进入一个格尔兹所谓的“用他人看我们的
方法看我们自己”輩輵訛的境界，暂时解决了比较造成的
文化伦理问题。随着对差异比较的反思之增进，人类
学提出为了“求同”的比较法，企求在比较中发现人
之为人的殊途同归。而如格尔兹指出的，这种“求同
法”，“承认他人的品质和我们的一样”，其实际所做
的贡献也不多———不过是表达了一种对于他人的
“最基本的礼貌”輩輶訛。
格尔兹替我们指出，无论是以宽大为怀、开放眼

界为目的的比较，还是以寻找共同人性的比较，都不

能算是比较研究本该抵达的境界。在比较中，借以看
待自身的“遥远的目光”，“推己及人”的普遍人性观，
都是易于获得的。人类学家所难抵达的境界，是“在
他人当中看我们自己，特别是把我们自己的生活方

式当成是和其他人的生活方式在一块的一种，把我

们的文化当成是无数个例中的一个个例 （a case a－
mong cases），诸多世界中的一个世界 （a world a－
mong worlds）”輩輷訛。“在他人当中看我们自己”輪輮訛，视己
身生活方式的为众多生活方式的一个局部案例，视

己身所处的世界为诸多世界中的一个。这一境界上
的比较，不以寻找文化间的异同为宗旨，而志在将自

身融入缤纷的人文世界。格尔兹指出，只有抵达这个
境界，才可能造就一种真正心胸开阔的人类学。
何以使比较真正有助于我们 “在他人当中看我

们自己”？在我看来，解释人类学是理想，但却不是一
个具体的答案；要使比较升华到一个新的境界之上，

以不同的“当地知识”之并置替代异同的论证，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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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比较陷入于文化类型学的泥潭之中 （格尔兹的人

类学研究也不例外）。为了 “在他人当中看我们自
己”，比较研究将面对的是历史的拷问：在哪些年代，
哪些地方，人不是“在他人当中看我们自己”的？过去
人类学家以为只有自己才 “在他人当中看我们自
己”，其实，这是个误会。人之为人，相互交往，是基本
的“道”，而在相互交往中人进行的物品与人格的混
一交换，这种交换自身也是 “在他人当中看我们自
己”。这个意义上的“互惠”，用莫斯（Marcel Mauss）
的语言来形容，是作为社会的本质的“总体呈献”輪輯訛，
用中国的老话来形容，是作为“人之常情”的仁。
比较研究之根本问题，不在于人类学家对于人

之异同的追问，而在于比较本身致使人类学家将“在
他人之中”这一“人之常情”切割为“我”与“他”（可以
是复数）之间的类型区分。
与此相关地，据说比较研究史上有过一个小小

的事件导致了人类学家的长期困扰。1889年，人类
学大师泰勒（Edward Tylor）在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发
表他那篇比较研究的先驱性论文 “论制度发展研究
的一种方法”（On a method of investigating the de－
velopment of institutions）。泰勒有太多追随者，但在
会场上，学者加尔顿（Francis Galton）当众提出一个
令人难堪的问题。他问泰勒说，你用了一些所谓不同
的民族样本来分析社会制度的差异，而这些不同的

民族样本之间本来可能是有历史渊源关系的，如何

可以用本来有历史渊源关系的民族样本来进行制度

的比较呢？泰勒显然没有进行令人满意地解答这个

问题，后来被定义为“加尔顿氏问题”輪輰訛。
“加尔顿氏问题”在 19世纪提出，其时人类学园

地孕育这一场“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没有往加尔
顿所提问题意指的方向进发，而与之背道而驰。加尔
顿要人类学家多思考的，是文化之间、社会之间的历
史关系，而从 19世纪末开始，在西方人类学的主要
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对于历史关系的研究，正在
遭受着种种责难。作为结果，比较成为一种带有些许
荒诞色彩的事业。法国社会学年鉴派，一方面对于其
他类型的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之研究，怀有浓厚

兴致，为此，这个学派频繁运用社会形态的比较法，

而另一方面，这个学派致力于将社会之研究严格框

定在“社会内部”，其对“社会形态”的研究，重在揭示
这个形态的内部完整性。整体主义是这个学派的特
征，它强调社会内在的整体构成原理之探究，却忽视

多个社会之间关系可能也一样具有的 “整体色彩”。
在美国，19 世纪末早已出现了以波亚士（Franz

Boas，又译博厄斯，等）为代表的人类学现代派。美国
式的现代派，承继了德国民族学文化历史观点的许

多遗产，而在美国人类学中开拓。他们的著述，有时
以民族学为名，有时以人类学为名，而对于二者不加

区分。对于比较，这个学派的导师波亚士给予了清晰
定义。在波亚士笔下，人类学的比较研究，一方面应
以勘定有相互区分的文化区域类型之界线，另一方

面应注意在不同区域类型中发现 “文化发展的明显
一致特征”。“文化发展的明显一致特征”，在此前的
一个时代里，被解释为文化之间存在历史关系的证

据，而到了波亚士手里，则变成了由“导致同样，或至
少是类似现象的法则”的表现輪輱訛。1951年英国结构—
功能派导师拉德克利夫·布朗 （A.R.Radcliffe-Brown）
成为赫胥黎纪念讲座的讲者，在其讲座中，引用了波

亚士有关比较的观点，旁征博引，以法国年鉴派的社

会结构说，对之加以有自身特色的延伸，以强烈的语调

表明，人类学等于“比较社会学”，而“比较社会学”的使
命在于从一个个社会案子中发现社会的基本原理輪輲訛。

19世纪中晚期，比较法曾经服务于文化间历史
渊源关系之人类学探究，自 19世纪末开始，这一对
历史关系的重视，遭到了现代派人类学家的共同谴

责。在英国这一转变，便是被称为是民族学向社会人
类学的转变，在美国民族学之名称得以保留，但 19
世纪民族学对于历史渊源关系的探究，却彻底被抛

弃了。作为英国人类学现代派的典范，拉德克利夫·
布朗早已在 1922年的民族志作品 《安达曼岛人》中
阐述了自己对于注重文化间历史关系的民族学研究

之“弊端”的看法。1932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芝加
哥大学为该书写的“前言”，再度对于阐述了自己解
释了从民族学转变为人类学的基本思路。
拉德克利夫·布朗的安达曼岛人研究，是在剑桥
大学攻读民族学时即展开的，他在 1906~1908年到
安达曼群岛考察（后来，又去澳洲西部做了一段时间

的田野工作）。1908~1909年拉德克利夫·布朗动笔
写《安达曼岛人》初稿，那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所
关注的，“或者是建立关于制度起源的假说，或者是
尝试对文化历史的细节进行假说性的构拟。在他们
的研究中，历史的观点占据了上风。輪輳訛”拉德克利夫·
布朗承认，起初，他自己也“基本上也是采用历史的
观点来研究安达曼人”的，他的计划是，“通过调查其
身体特征、语言和文化来对安达曼人的历史以及整
个印度群岛、菲律宾等地的小黑人（Negritos）的历史
进行假说性的构拟”輪輴訛。后来，他开始怀疑起自己的工
作，“对学者们用来构拟未知历史的现有方法进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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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推究之后”，他断定，“采用这些方法不大可能得出
可论证的结论，而且从推测的历史中，得不出真正重

要的结果来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的生活和文化。輪輵訛”拉
德克利夫·布朗严肃地说，“纵观历史民族学家们过
去 22年的工作，我对此更是深信不疑”輪輶訛。他之所以
从基本遵循民族学家的历史思考准则，转向对之深

有质疑，显然是因为他受到了法国社会学年鉴派的

影响。在这篇“前言”中，拉德克利夫·布朗说，“民族
学家过去思考的大多是起源和历史方面的问题，现

在许多人依然如此；而法国的社会学家却独辟蹊径，

用民族学资料来理解人类的生活”輪輷訛。他批评民族学
说，“民族学的田野工作者往往满足于记录一下神
话、描述一下仪式，并不关心其含义是什么、这些东
西要表达的是什么。其借口是难以找出含义，又没有
标准的方法去找。这就存在着一个危险，即民族学家
不是参照当地人的精神生活、而是参照民族学家自
己的精神生活来解释当地人的信仰”輫輮訛。另外，他还指
责民族学说，这种研究方式未能注意到“功能”的含
义，而“功能“对他自己而言，并非是社会的“外部适
应机制”，而是“在社会整体之内受控制的个人之间
的关系”，是“社会整合”（social integration）。至于人
类学家的使命，拉德克利夫·布朗认定，“文化科学或
者人类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社会整合的

特征的问题。只有从这个明确的观点出发，通过研究
大量不同的文化，把每一种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适应

性和整合性的机制进行彻底的调查研究，并将之与

尽可能多的其他类型的文化进行比较，才能处理这

一问题”輫輯訛。
这种只注重社会内部“适应机制”的现代派人类

学，竟不排斥比较。拉德克利夫·布朗强调，“要想解
决任何一个重要的功能问题，都需要用到某种比较

法”，而社会人类学对于比较方法提出了新要求，这
就是，“对不同类型的文化进行一系列充分的研究，
而在每项研究中，必须把仪式或神话作为一个整体、
并与文化结合起来进行考虑”輫輰訛。
借助格尔兹的看法，可以将拉德克利夫·布朗造
就的比较法称为一种比较研究的“求同法”，这种方
法使人类学家 “承认他人的品质和我们的一样”，承
认“原始人”与现代人一样，具备“社会人”的境界。从
观点的具体内涵看，以“求同”为目的的结构—功能
论比较法，强调社会的整体性，远比理性经济人概念

之下的“求同法”，更切合人类生活的实际。然而，与
后者相同，这一学派，兴许也如格尔兹所说，也不过

是一种对于他人的“最基本的礼貌”。

不是说过去数十年来人类学界因此再也没有出

现过关注历史关系的研究了。事实上，在文化比较研
究中建树甚高的默多克 （George Murdock）与怀特
（Douglas White）輫輱訛及纳罗尔（Raoul Naroll）輫輲訛，后来也
相继就民族样本的历史关系、重叠因素、区域相同因
素等问题进行分析，试图解决“加尔顿氏问题”。而身
在不以比较研究者自居的结构人类学家与政治经济

学派，则分别对于问题的解决作了不可多得的探索。
结构主义者强调的“联结”（alliance），政治经济学派
强调的“关系”（relationships），本已构成“加尔顿氏问
题”的解决方案，但却因未直接涉及比较概念而未进
入比较研究的论述中。
西南给人的启发是巨大的。我只不过是借助了

偶然面对过的三部“西南版”文本，以“掠影式解读”
为方式，切入西南社会生活的一个历史的局部。这个
历史的局部，既与传说中的生死观之跨文化比较研

究有关，也与拉德克利夫·布朗倡导的“把仪式或神
话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方法有关。在“掠影式解
读”中，我也感受到了汉、藏、彝三个文本对于社会生
活这个主题的不同见解，及这些不同见解共享的对

于从一个“超凡”的境界反观“凡间”的“结构”，从而
理解了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的，从比较透视人类社
会生活的普遍性的意义所在。然而，我却没有因此而
放弃他所批判的民族学（在他看来，这是一种重视历

史关系研究的人类学）。西南社会生活中的族群多样
性，不是由一个个孤立的案例组成的，而是由包括汉

族在内的 “案例”与其他案例的关系结构共同构成
的。社会生活借助于他者的意象与实在型塑自身，是
这个关系结构在宗教层次上的表达。民族中心主义，
可能是所有民族集体心态中普遍存在的心态，但这

种心态的普遍存在，却没有妨碍所有民族也存在“他
者为上”的境界。这种文化认同的双重心态，源于何
处？人的社会天性，恰可能是其解释，而人的社会天

性不是没有历史的，它的历史的一个重要层次是社

区、群体、社会、文化、政体之间关系———可能是军事
性的、礼仪性的、贸易性的关系———的历史。以三个
文本为例，《冤魂志》与《尸语故事》包含的中印交流
史，《指路经》包含的汉彝交流史，及所有“案例”当
中，通过交流确立自身特征的实践，都表明，交换关

系的历史，对于我们把握宗教层次的社会表达合一

具有历史性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如同在其他地区，在西南，“被比较割裂的人之
常情”依旧焕发着生机，这个“人之常情”下的历史关
系，层层叠叠，错综复杂，有的牵涉到具体的人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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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与思想，有的牵涉到作为社群或民族的公共生活

与宇宙观，但却一致敦促我们记住一个事实：文化之

间“置身于对方之中”乃为历史的常态。
为了比较，人类学家曾舍弃这一常态的研究，采

取一种简单的“他者”概念，将本来“我中有你，你中
有我”的“你我”关系，改造为遥远的“他”与近处的
“我”之间的对照或“二元并存”輫輳訛。在哲学思想比较研
究中，“对比法”则易于使“他我”关系的伦理价值颠
倒次序，“以己为上”，出于对于近代西方“文化帝国
主义”的怨恨，而制造出一种蔑视文化关系的思想。
历史中“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这一常态輫輴訛自身表明，
人类学家应做的更重要工作，是理解 “混合的世界”
（包括作为一个丰富的“世界”的人生）的构成方式。
不是说人类学要舍弃比较，而是说，诸如中国西

南基于历史关系而形成的“混合的世界”之存在，对
比较提出新要求。
何以在比较中既 “在他人当中看我们自己”，又

避免为了制造类型，而割裂被比较的群体与文化“相
互混合”的历史关系？或者说，比较何以也是“关系
学”？我已引申出对一些评论。拉德克利夫·布朗揭示
了比较何以“求同存异”，格尔兹揭示了比较何以把
“我”放在众多的“他”中，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
一观点，则揭示了比较与历史合一可以结合。对跨文
化类型比较加以反思，使我们能更富历史想象力地

基于现代派人类学阴影下的“民族学”，构思一种新
的人类学。对于这一新的人类学的构思，西南将有其
独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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